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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為鏡像、互相成就
———蓬皮奧·巴托尼與十八世紀英國壯遊文化

陳　 芸

[提　 要] 　 18 世紀中葉,義大利畫家蓬皮奧·巴托尼為英格蘭、愛爾蘭青年貴族繪製 175 幅肖像

畫,成為當時壯遊文化中最重要的人物。 作為帶回的藝術收藏品,肖像畫完美地將貴族們的自我形

象與義大利的風景名勝、雕塑風物融合在一起,兼有審美價值與社會意義。 透過巴托尼所作的幾幅

肖像畫,可揭示他為何大受歡迎的原因。 藉助對布置的場景、服飾的描畫、儀容美化等諸多因素的

分析,進而挖掘巴托尼與英國贊助人之間形成了互為鏡像、互相成就的關係。

[關鍵詞] 　 壯遊文化　 巴托尼　 肖像畫　 紳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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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始於 17 世紀、興盛於 18 世紀的英國青年貴族的“壯遊”(Grand
 

tour)現象,被稱為文藝復興之

後最重要的文化現象之一。 一群英國貴族之子在博學嚴謹的導師陪伴下,在歐洲度過兩、三年的時

光。 在古典文化的熏陶下,青年貴族們學習禮儀、醫學、外交、舞蹈、騎馬、擊劍、藝術,最終,完成紳

士的教育。
這些遊客大多是英國的皇室成員、貴族政要、風雲人物,當他們結束旅行,帶着各種禮物歸來,

其中就包括了自己的肖像畫。 英格蘭、愛爾蘭的 175 名遊客都聘請了同一位藝術家為自己畫肖像

畫,這位炙手可熱的藝術家便是義大利畫師蓬皮奧·巴托尼(Pompeo
 

Batoni,1708~1787)。 巴托尼

在世時候,烜赫一時,去世之後,名聲消散。 或許,因為他的畫都是私人訂制,藏於貴族之家,普羅大

眾難以一睹風采。
隨着英國學界對 17、18 世紀義大利繪畫興趣的增加,巴托尼的名氣在 20 世紀開始復蘇。 得益

於一些私人捐贈,博物館、畫廊的收集,1967 年,在他的家鄉盧卡,市政廳舉辦了一次專題展覽“巴

托尼在盧卡”。①伊莎·貝里·巴薩利( Isa
 

Belli
 

Barsali)負責整理展品,結集為《蓬皮奧·巴托尼》出
版,附錄中收入盧卡檔案館裡的巴托尼信劄。②

1982 年 6 月到 8 月間,由藝術史家埃德加·比德斯·鮑倫(Edgar
 

Peters
 

Bowron)負責設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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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托尼和他的英國贊助人”在倫敦肯伍德樓(Kenwood
 

house)展出,為巴托尼重返英國做足前期

准備。 1985 年,美國學者安東尼·克拉克(Anthony
 

M.
 

Clark)與鮑倫合編《巴托尼作品全集》,③克

拉克撰寫前言。 2007 年 10 月到 2008 年 1 月間,美國休斯頓美術館舉辦巴托尼畫展,鮑倫與彼得·
比約恩·科貝爾(Peter

 

Björn
 

Kerber)是主要布展人。 同年,二人合編《巴托尼:18 世紀羅馬的繪畫

王子》出版
 

。④2008 年 2 月到 5 月間,英國國家美術館為了紀念巴托尼誕辰三百年,舉辦巴托尼的

繪畫佳作展,將“義大利最後的大師”的風采推向新的高峰。
 

關於巴托尼的研究,早期的研究主要有德國學者恩斯特·恩門靈(Ernst
 

Emmerling) 《巴托尼:
生活與作品》,⑤英國學者約翰·斯蒂格曼( John

 

Steegman)的《巴托尼的一些肖像畫》 ⑥等。 近年,
一些研究者重新萌發對巴托尼的興趣。 2010 年,薩布麗娜·諾拉德·埃利亞松(Sabrina

 

Norlander
 

Eliasson)的專著《18 世紀的肖像畫與社會身份》,着重分析 18 世紀羅馬貴族與壯遊的英國貴族如

何對待肖像畫中古典雕像姿勢的態度問題。 從巴托尼的肖像畫中大量移用古典肖像姿勢,體現英

國貴族對於古羅馬輝煌歷史的向往,試圖在通過神話背景的設置,讓自我顯得更有男子氣概與英雄

氣質。⑦

2015 年,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馬太·盧感(Mattew
 

Rogan)在《在喬治王時期大不列顛的風尚

與身份認同:壯遊中的巴托尼肖像畫》一文中指出,從巴托尼的肖像畫中,可以看出喬治王時貴族

們看重着裝以及背後文化背景,他們正是通過繪制肖像畫的方式來進行自我塑造。⑧2017 年,愛丁

堡大學的馬維·安妮·奧德維爾(Maeve
 

Anne
 

ODwyer)的博士論文《從巴托尼之筆到卡諾瓦之

鑿:1740~1830 年羅馬的肖像畫和肖像雕塑》同樣聚焦在巴托尼畫中的英國贊助人的複雜身份,並
從巴托尼對古典女性雕像移用到男性肖像畫,談及性別轉換與男子氣概的問題。⑨

在中國學界,2008 年,重慶出版社曾出版巴托尼的畫集。⑩但由於對 18 世紀壯遊文化的研究尚

處於濫觴期,專業的研究者對於巴托尼似乎還未引發真正的關注。 在一些藝術網站上雖有一些概

述式的介紹,相關深入的論述暫時闕如。
故而,本文試圖圍繞着巴托尼所作的幾幅肖像畫揭示他為何大受歡迎的原因,借助對布置的場

景,服飾的描畫、儀容美化等諸多因素的分析,進而挖掘巴托尼與英國贊助人之間形成了互為鏡像、
互相成就的關係,展示處於上升期的英國文化與衰敗期的古羅馬文化之間的微妙關聯。

二、長於設計的傳神描摹

巴托尼的肖像畫為何能夠獨領風騷? 我們先來分析巴托尼的兩幅畫作。
第一幅畫是格雷戈里·佩奇·透納爵士(Sir

 

Gregory
 

Page
 

Turner,
 

3r d,1768 ~ 1769)肖像畫,現
藏於曼切斯特美術館。 作為壯遊時代最常被引用的畫,此畫不僅出現在各種畫冊的插頁中,甚至直

接成為專著的封面。 作為蘇格蘭名門望族之後,透納爵士(1748 ~ 1805)正好 20 歲,像那些青年貴

族,他在人生最好的年紀來到羅馬。 透納爵士在著名愛爾蘭歷史學家托馬斯·紐金特(Thomas
 

Nugent,
 

1700~1772)的帶領和指導下遊歷了法國和義大利。 紐金特所著的《穿越德國》 ( Travels
 

through
 

Germany ,
 

1768)、《壯遊》( Grand
 

tour ,1756)正是當時最時髦的旅行指南。 得益於名師指

點,透納爵士成為赫赫有名的翩翩公子。 壯遊歸來之後,每每出席公眾場合,他都能輕而易舉地成

為焦點所在,他所穿的服飾引領整個時尚界的品位。 之後,他擔任牛津郡的郡督(High
 

Sheriff),成
為瑟斯克選區的長期議員。

畫中的透納爵士身穿金線修飾的深紅色外套,白色領結,紅色背心,紅色馬褲,一把佩劍掛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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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腰間,刀柄隱約可見。 他的左手按在一張綠色大理石桌上,上面鋪着一張陳舊的羅馬地圖,右臂

微微抬起,手心向上,似有所指。 在他的身後,遠景處是羅馬鬥獸場的廢墟,近景處則有一尊智慧女

神雅典娜的半身像,在塑像底下隨意堆放着幾本歷史或是詩歌的書籍。
有意思的是,透納爵士的站姿仿效了當時最著名的古代雕像阿波羅(Apollo

 

Belvedere)的姿

勢。 該雕像表現身為文藝、射手之神的阿波羅剛射完箭的模樣。 雖然弓箭部分已損毀,但從他的右

手拉弓的姿勢還可以看出,他才結束戰鬥。 一般認為該原件是希臘青銅的羅馬複制品,後又塑成大

理石雕像,在 15 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出土,曾經過一些修補,現存於梵蒂岡博物館。 德國藝術史家溫

克爾曼稱贊該雕塑是最完美的藝術品,最好體現希臘藝術“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 阿波羅的

左腿略微彎曲,身體的重量都放在他的右腿上,顯現出古希臘“對立式平衡”(Contrapposto)的經典

站姿。 除了披搭在肩部的長袍,他全身幾乎赤裸,因為剛剛結束戰鬥,健美的胸部還保持着運動後

的舒展和力量感。 阿波羅的臉龐顯得柔和平靜,沒有表現出任何感情,仿佛戰鬥與他無關,顯露出

希臘人的堅韌主義。 整個雕像完美展現男性美的巔峰,孔武有力,又不粗野放肆。
與阿波羅相似,透納爵士的左腿也略微彎曲,身體的中心稍稍後移,微微抬起的右手沒有阿波

羅拉弓的右手所放的位置那麼高,與搭在桌邊的左手也形成一個對立面,較好地打開身體。 這個姿

勢後來被嘲諷為“昂首挺胸、過分招搖”(Swagger
 

Pose),頗有傲慢自負之嫌。 但從畫面的效果看,
確實使得透納爵士更加優雅自信,流露出一股少年英氣。 全畫的高光處是他的面容,較之於背景中

的昏暗,他的面部光線充足,面如冠玉,豐神俊朗。 不難看出,透納爵士高貴的身份、壯遊的經歷使

得他更加成熟冷靜,配搭的雅典娜塑像、佩刀恰到好處地增加幾分男子氣概,平衡中和紅色服飾可

能帶來的女裡女氣。
與透納爵士相對的畫作,我們另舉一幅女性的畫作作為參照和對比。 較之男性,能參加義大利

壯遊的女性較少,現今存世的女性畫作約有 25 幅。 這裡選取“瑪格麗特·喬治安娜·斯賓塞夫

人”(Lady
 

Margaret
 

Georgiana
 

Poyntz,
 

later
 

Margaret
 

Georgiana
 

Spencer,
 

Countess
 

Spencer,1764)的肖

像畫略作分析。
斯賓塞夫人(1737 ~ 1814),外交官之女,1755 年嫁給當時英國最富有的貴族約翰·斯賓塞

(John
 

Spencer,
 

1734~1783),婚後育有三個子女。 如今,斯賓塞夫人之所以有名得益於她的長女,
英國最有名的貴婦德文郡公爵夫人喬治安娜(Georgiana

 

Cavendish,
 

Duchess
 

of
 

Devonshire,
 

1757
 

~

1806)。 當然,僅憑斯賓塞夫人自身修養,在當時亦是鶴立雞群。 德蘭妮女士(Delany)稱讚待字閨

中的她:“良好教養,敏感慷慨,心思縝密,善解人意。” 1764 年,她遊歷羅馬時,紅衣主教阿爾巴尼

(Cardinal
 

Alessandro
 

Albani,
 

1692~1779)讚許斯賓塞夫人是他所見過最完美的女性。
斯賓塞夫人是作家、藝術家們慷慨的贊助人,常在自己家中舉辦大型的戲劇和音樂會。 她愛好

音韻,業餘作曲,善拉維奧爾琴,義大利作曲家、小提琴大師菲利斯·賈爾迪尼(Felice
 

Giardini,
 

1716
 

~
 

1796)的六首吉他、小提琴和鋼琴三重奏(1775)就是獻給她的。不僅如此,斯賓塞夫人通曉希臘

語、法語和義大利語,對植物學亦有研究,熱衷書信。 她的書信現藏於大英博物館,是館藏中最豐富

的個人書信收藏。
在巴托尼的畫中,巧妙地把斯賓塞夫人的這些愛好和特質都融在一起。與之前的青年貴族相

比,此時的斯賓塞夫人已 27 歲,年紀超過了青年受教育的時期。 畫中的斯賓塞夫人端莊嫻靜,完美

展現年輕少婦的風采。 與青年人誇張的站姿相比,女性肖像畫常常呈現的是坐姿。 斯賓塞夫人坐

在桌邊,仿佛剛剛才讀完一份書信,不經意地抬起頭,雙眼平靜地直視觀眾。 精致小巧的五官,略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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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的臉龐,使得畫中人看起來親切優雅。 斯賓塞夫人梳着簡潔清爽的髮髻,長發綰成一圈小辮,
呈現出類似希臘羅馬式的心形結,脖子圍着一圈緞帶蕾絲。 薑黃的長裙簡潔大方,通體一色,僅僅

在領口與荷葉邊的袖口又飾以一層白色的蕾絲。 胸前的蝴蝶結,收緊的腰身凸顯了斯賓塞夫人的

年輕活力,繁複、半透明的蕾絲與長裙厚重的褶皺垂感形成有趣的輝映。 而撩開一角的朱紅帷幔使

得原本靜態的畫面靈動起來,如緩緩展開的幕布,一方面巧妙地展示遠景中羅馬風景一角,一方面

又與暗花紋的墨綠靠背椅形成鮮明的反差。 遠景中的羅馬遺址,近處的維奧爾琴、琴譜和展開的信

劄,充分地表露她的愛好,也側面說明羅馬文化給予她的滋養熏陶。
較之於透納爵士畫像中的站姿,斯賓塞夫人畫像中戲劇化的部分體現在對比顏色的運用和不

同布料材質的體現。 薑黃、墨綠、朱紅三種濃烈的色彩佔據全畫,卻並不顯得突兀,相反映襯出女貴

族的持重冷靜。 棉質長裙、絲綢蕾絲、天鵝絨的椅背、帷幕呈現出不同的質感和色澤,都烘托斯賓塞

夫人白皙的膚色,使得她的臉部如含苞欲放的玫瑰,熠熠發光。
 

三、神話設置與身份認同

由此,我們不妨總結一下巴托尼畫作的一些特徵。
首先,畫中古希臘雕像、羅馬鬥獸場、書籍、佩刀、樂器、獵犬、噴泉等布景的設置,大大打開傳統

肖像畫的領域,人與自然之景、藝術之景形成了有趣的對照和呼應。 這些場景設置正是壯遊肖像畫

最重要的標志性符號。
巴托尼並不是發明這些背景的人,早在十幾年前,已有不少的義大利畫家自覺地在肖像畫中運

用這些元素,如弗朗切斯科·特里威扎尼(Francesco
 

Trevisani,
 

1656
 

~
 

1746)和阿戈斯蒂諾·馬祖

奇(Agostino
 

Masucci,
 

1691~1758)等。 特里威扎尼曾被視 18 世紀中葉義大利最重要的畫家,他的

作品被廣泛收藏,不僅僅在義大利,歐洲和俄羅斯的貴族們都聞風而來,他的工作室是壯遊時代英

格蘭貴族們趨之若鶩之地,正是他確定了壯遊肖像畫的風格。 正如他的傳記作家帕克尼(Lione
 

Pascoli,
 

1674~1744) 在 1736 年的手稿中,讚譽他:“神秀高妙,豐產迅捷。” 這個評價相當精確地

點出特里裡威扎尼作為優秀的肖像畫畫家應具有的素質。 因為,所有的贊助人都急切地期待藝術

家能夠盡快完成畫作。對於只在歐洲停留兩三年的遊客更是如此,他們希望能夠帶着肖像畫回

家。 所以,這些客戶的要求時限無形地限制了他。
在特里威扎尼“愛德華·加斯科因爵士,男爵六世” (Sir

 

Edward
 

Gascoigne,
 

6t h
 

Baronet,
 

1724)
肖像畫中,“贊助人坐在桌邊,桌上放着一本賀拉斯詩集,另一方面,他又指着屋外的鬥獸場。 他穿

着鑲嵌着銀線墨綠色的長袍。 卷起的簾幕和大理石的桌面象徵着他的地位。 他所閱讀的書籍說明

他對人文主義的追求”。如果說鬥獸場代表羅馬的強盛壯大,那麼,賀拉斯便象徵羅馬的詩藝純

熟。 鬥獸場與賀拉斯的結合,隱喻着古羅馬的文治武功對畫中人產生的深刻影響,古典的教化可使

得青年博學又睿智。
較之於這些前輩畫家的探索,巴托尼進一步脫胎換骨,開創新境界。 他沒有停留在照搬古羅馬

的名勝古跡或是強調古希臘羅馬元素上,而是善於移用古典雕像的經典姿勢,並進一步將神話背景

與現實中的人物肖像背景疊加在一起。 如前分析的透納爵士畫像對阿波羅塑像的模仿,透納爵士

鮮亮的服飾、昂首挺胸的姿勢、雕像背景的設置也成為諸多畫作不斷有意重複的元素,後來,甚至成

了攝影中最典型的姿勢,故而,此類的肖像畫被稱為擺譜的肖像畫(Swagger
 

Protrait),亦是雄偉風

格(Grand
 

manner)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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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相似的還有巴托尼對沉睡的阿里阿德涅塑像(Ariadne)的運用。 作為壯遊時期最著名的

藝術品,該雕塑描繪阿里阿德涅與愛人忒修斯流落荒島,還在熟睡的景象。 出於諸神的警告,忒修

斯害怕與阿里阿德涅結合後厄運降臨,趁着她熟睡時悄然離去。 而阿里阿德涅全無察覺,乃沉浸在

愛情的酣夢之中。 故而,雕像展示暴風雨來臨之前的寧靜,還不知已被愛人拋棄的女子的天真單純

的睡姿,但周圍的環境似乎都已暗示着不幸即將發生。 阿里阿德涅半坐半躺,右手支住頭部,左手

環抱着後頸,半裸着胸部,身體的上半部分形成一個三角區。 身體的下半部分,雙腳交叉,下垂的衣

服層層疊疊,與光潔的皮膚形成鮮明對比。
1761~1774 年,巴托尼曾在 5 幅的肖像畫中,都使用該雕像作為後置背景,在 1761 年的兩幅

畫中,巴托尼又兩度化用該塑像的姿勢,在“狄安娜與丘比特”中,嬌豔的狄安娜奪走丘比特手中的

弓箭,雙手高舉金弓,佯裝要折斷的姿勢正與阿里阿德涅側身左手抱頸姿勢相仿,似一個小三角區。
狄安娜含嗔帶笑的臉,丘比特大驚失色,着急要奪回金弓,腳邊的獵犬蹲坐着好奇觀看,三者之間正

好形成了大的三角區,兩個三角區的焦點集中在那把金弓是否會折斷,整個畫面充滿戲劇性的

張力。
這個姿勢在“漢弗萊·莫里斯爵士” (Portrait

 

of
 

Sir
 

Humphry
 

Morice,
 

1761 ~ 1762)的肖像畫中

再次使用。 遠景中若隱若現的尖塔,暗示着這是在梵蒂岡的郊外。 打獵歸來的莫里斯爵士半坐半

躺着,在一棵樹下棲息,獵槍倚靠一旁,腳前散落着剛打的兔子飛禽。 莫里斯左手撫摸趴在他腿上

的愛犬,右手搭在胸前,雙腳自然交叉的姿勢與阿里阿德涅的側身像相仿。 而趴在他腿上的獵犬取

代了丘比特的位置,另外兩只獵犬蹲坐着觀看,莫里斯悠閑自得的面容再次形成一個三角區,與狄

安娜畫中場景高度相似。
就此,這三件藝術品形成有趣的鏡像關係,“狄安娜與丘比特”模仿古羅馬肖像,莫里斯肖像又

成為“模仿的模仿”,肖像畫與歷史畫之間的關係被有意無意模糊了。 鑒於莫里斯既是“狄安娜和

丘比特”畫作的收藏者,又委托繪制自己的肖像畫,也有論者指出,始終未婚的莫里斯借助貞女之

神戲弄愛神丘比特典故來為對自己辯護。 因為在此之前,莫里斯曾收到過控告他是同性戀的勒索

信。故而,在此畫中,熱愛動物和打獵的莫里斯自比為狩獵女神、貞潔女神,又呼應即將面對厄運

的無辜的阿里阿德涅。
其次,巴托尼的畫作中對於服飾的重視,延續洛可可時期對精細服飾的需求,華美的衣物常常

都是世俗財富的象徵,代表着贊助人的身份、地位、品位。 這一點上,巴托尼與馬科·貝尼菲爾

(Marco
 

Benefial,
 

1684~1764)、喬治·多莫尼克·杜普拉(Giorgio
 

Domenico
 

Duprà,
 

1689~ 1770)的

創作互為桴鼓。
以貝尼菲爾為例,在他的“布里斯托的愛德華·柯蒂斯的肖像” (Portrait

 

of
 

Edward
 

Curtis
 

of
 

Mardyke
 

House,
 

Hotwells,
 

Bristol)畫中,身着華服的柯蒂斯,坐在華麗的紅色靠背椅上,左手扶着地

球儀,右手指着地球儀赤道的右下方,大約是中東的地方。 之前的批評家曾提示觀眾注意他所穿衣

服與這個指向的關係,原來他的衣服的裝飾性圖案,是以大羽毛葉子和小四花葉編織的金線,中間

又點綴多色絲綢玫瑰,與當時的波斯紡織品大為相似。 而柯蒂斯作為貿易紳士,主要的市場就在歐

洲與中東地區的貿易,這或許也是他所穿的服飾具有中東風情的主要原因。 換言之,服飾暗藏着客

人的身份信息。
與前輩相比,巴托尼更是毫不遜色,如前所舉的斯賓塞夫人的畫像,此時女性的穿衣時尚已從

洛可可時期向新古典主義時期過渡。 故而,原有洛可可時代偏好服飾精致小巧的裝飾性讓位於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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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知性簡潔的英倫風格,緞帶結、花邊、褶折、突出女性腰身的曲線造型還保留着,色彩柔和的粉彩

色系則被莊重典雅的薑黃、朱紅取代。 這就考驗了畫師如何處理不同的紋理材質,通過暖冷色系的

配搭出優雅輕盈的動感。 薑黃朱紅為暖色調,墨綠則為冷色,在這三種顏色的衝撞下,領口、袖口處

的白蕾絲處理得靈動飄逸就令人眼前一亮。 可以說,從巴托尼對女性服飾的描繪中,完美地襯托出

斯賓塞夫人尊貴的身份與低調沉穩的風格。
除了技藝精湛無比,巴托尼長於隨機應變,就此也不得不提到巴托尼職業生涯轉折點的作品:

“米爾敦的伯爵一世,約瑟夫·利森” ( Joseph
 

Leeson,
 

1s t
 

Earl
 

of
 

Milltown,
 

1701 ~ 1783,1744 年)畫

像。 該作品現藏於都柏林的愛爾蘭國家美術館。 據美術館的文字介紹:
“約瑟夫·利森是都柏林家族的第四代人,他從釀造業和地產買賣中獲得了巨大的財富。 在

威克洛郡的布萊辛頓(Blessington)建造羅斯堡莊園(Russborough
 

House)。 期間,他兩度前往義大

利,提升教育,愛好收集藝術品。 利森委托羅馬藝術家巴托尼為他繪制肖像。 巴托尼筆下的他,頭
戴裘皮帽、身着毛皮襯裡的外套,背景是層疊的窗簾和圓柱底座,這些特質為利森增添了高貴的

氣質。” 

巴托尼處理天鵝絨、金線和毛皮不同紋理材質的能力極出色,畫中利森頭戴皮裘帽,臉色紅潤,
墨綠色外套與背景中的猩紅簾幕形成鮮明對比,皮毛的蓬松柔軟與外套的厚實光潔彼此映襯。 利

森的體型較瘦弱,或許為了襯托他的強壯威嚴,他用左手撩起衣服的右邊下擺,外套撐開體型,右手

自然下垂,整個人顯得更為魁梧,外套上的褶皺與簾幕的褶皺彼此呼應,使得畫面頗具縱深感,原本

靜態的場面也有一絲流動和凝重感,采用類似巴洛克時期處理人物的動態化。 有趣的是,在炎熱的

義大利並不需要如此厚實的外套,但為了突出贊助人來自寒冷的愛爾蘭,皮毛外套成了愛爾蘭的

象徵。
多年後,一位佚名的藝術家為約瑟夫·利森一家畫“全家福”時,依然沿用利森身着皮毛外套

的造型。 但因為畫中利森的妻子、女兒、孫子都身着春秋裝的棉質衣服、薄紗套裙,皮毛外套顯得略

微礙眼,顯出一家人的服飾並不在一個季節。
由利森的畫像,也引出巴托尼最大的長處,即他對於贊助人的面容、站姿的處理,修飾贊助人的

儀容,使得畫中人不僅與現實中的人酷似,又帶有柔光美化的效果。 將巴托尼的畫與 1735 年愛爾

蘭畫家安東尼·李(Anthony
 

Lee)繪制的全身像相比,高下立見。 在全身像中,利森的體型顯得比

較瘦弱,臉部特徵不明顯,觀感平平。 巴托尼只畫了半身像,全畫的焦點都集中在利森的臉部與皮

裘帽、皮毛外套,突出利森的尊貴身份與作為一家之主的霸氣自信。
簡言之,正是巴托尼善於捕捉贊助人豐富的表情、動作特徵,使得巴托尼的畫能有較高的辨識

度。 在保持真實性的前提下,巴托尼賦予了所畫的對象優雅的氣質與出色的風度。 不僅如此,他繪

畫的速度也大大加快,常常能在幾天的時間內,大致畫下基本的輪廓。 他的工作室常常令人愉悅,
贊助人身處在半自然的環境中,易於進入放松的狀態。 再則,巴托尼有敏感的商業直覺力,他深知

贊助人急於要畫的心理,所以,只要對方交納定金,就能較快地拿到作品。 總之,作為集大成者的巴

托尼通過紮實的繪畫功底,對人物表情、衣服配飾、背景搭配,完美地將贊助人的期待與藝術形式結

合在了一起。

四、互為鏡像、互相成就
    

正是在利森的幫助下,巴托尼實現了職業的轉折。 早期的巴托尼主要負責教堂中祭壇畫和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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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題材畫,他最主要的作品便是為梵蒂岡的聖彼得大教堂繪制祭壇畫《西蒙·瑪古斯的墜落》(The
 

Fall
 

of
 

Simon
 

Magus,
 

1746)。 到了 1740 年代,巴托尼與英國(主要是愛爾蘭人)訪問羅馬的遊客開

始建立聯繫,開始的時候,進展並不順利,十年間只制作了六張肖像。 利森的畫就是其中之一,在此

畫獲得成功之後,利森成為巴托尼重要的贊助人,不僅委托他為其子作畫,還將他介紹愛爾蘭遊客,
其中包括酷愛古典藝術文化,在歐洲壯遊多年的愛爾蘭政治家詹姆斯·考爾菲爾德,查爾蒙特的伯

爵一世(James
 

Caulfeild,
 

1s t
 

Earl
 

of
 

Charlemont,
 

1728~1799)。
在藝術贊助人的推波助瀾下,固定的客戶日益增多,巴托尼專工肖像畫。 1750 年至 1760 年

間,他進入創作的高峰期,獨自制作近 60 幅肖像,以平均一年六幅畫的速度進行創作。 吉蘇坡·孟

讓達(Giuseppe
 

Meranda,
 

1687~1767)和策薩羅·孟讓達(Cesaro
 

Meranda,
 

1700~1754)兄弟是他最

重要的贊助人,在 1740 年到 1750 年之間,他們委托巴托尼繪制至少 32 幅畫作。 巴托尼的主要客

源主要是漢諾威王朝時期大不列顛客戶( the
 

Hanoverian
 

British),他們在他的贊助人佔 80% 。 其中

包括馬修·費瑟斯豪赫爵士(Sir
 

Matthew
 

Featherstonhaugh,
 

1751~ 1752)及其家人的九幅肖像以及

約翰·布魯德內爾勳爵(John,
 

Lord
 

Brudenell)、蒙瑟默爾侯爵(Marquess
 

of
 

Monthermer,
 

1758)等人

的畫像。 巴托尼的名聲鵲起之後,越來越多的皇室成員、貴族顯要都來參觀他的工作室。正是這

些壯遊的貴族們造就了巴托尼,使得他從同輩畫家中脫穎而出。
另一方面,參觀巴托尼的工作室,成為巴托尼的模特成為羅馬的壯遊行程中的一部分,參觀本

身構成英國貴族學習的一部分。正如大衛·索羅金(David
 

Solkin)所言:“在 18 世紀的英國,個體

最重要的表現就是符合要求,獲得掌權者的尊重。 統治階層更加依賴於文化而不只是把權力當作

一種社會的控制,儀表不可避免地包含重要的政治含義,在藝術中甚至比在生活中更重要。”  故

而,此時的肖像畫便不只是在羅馬留一個影像,而是通過服飾、姿勢、擺設、背景來自我提升,自我美

容的過程。 作為一個成功的畫家,巴托尼扮演了一位有文化的成年男子的凝視角色,能夠成為他的

繪畫對象,亦表明通過義大利的考察和肯定。 換言之,在繪畫的過程,巴托尼有意無意中充當“形

象設計師”的角色,兼任美育教師的身份。
而對於那些英國青年貴族或穿着義大利鮮豔時尚的服裝,或穿着自己本民族的服裝,代表着自

己對於異國文化的開放和接納程度各有不同。 但無論如何,他們都樂於通過一系列的視覺上的設

置和塑造,強調自己參加壯遊活動,並在此過程中,受益匪淺,“他們將自己投入到這場壯遊學習

中,他們每一個個體都與壯遊團體緊密相連”。此時的繪制畫像又被追加一層含義,即社交表演或

社交需要。
因此,對於那些帶着自己肖像畫回家的貴族們而言,那些懸掛在家中肖像畫主要對親朋好友、

訪客門人彰顯他們的身份地位與尊貴財富,也映現他們的智性深度與道德理想。 那些莊嚴崇高的

肖像畫以豐富和諧的色彩變化,諸多的社會符碼隱喻兼有審美價值、社會意義。 肖像畫既為貴族們

提供社會地位的保障,表明他們有一段令人豔羨的海外經歷,又展示他們社會成就的可持續性,他
們有能力有人脈,能夠治理好家業。

這些肖像畫也深刻地影響英國的肖像畫發展,之後,蘇格蘭畫家艾倫·拉姆齊(Allan
 

Ramsay,
 

1713~1784)
 

、英國畫家雷諾茲(Joshua
 

Reynolds,
 

1723~1792)都紛紛參加義大利的壯遊活動,成為

英國肖像畫雄偉風格(Grand
 

Manner)的集大成者。他們一方面承繼從文藝復興以來范戴克(An-
thony

 

van
 

Dyck)一脈畫皇室貴族巨幅肖像畫的雄偉風格,一方面也吸收義大利壯遊時期肖像畫畫

風,畫面的背景出現古典雕塑,或人物化用古典雕塑的姿勢。 如雷諾茲為友人科佩
 

(Commod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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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us
 

Keppel,
 

1753~1754)所畫,同樣採用阿波羅雕像的姿勢。 此類畫像都凸顯畫中人物的雍

容華貴,與觀者正視,將觀者帶入畫面,具有很強的“臨場感”,體現古典主義向浪漫主義的過渡。
值得一提的是,拉姆齊師從巴托尼,深深服膺於羅馬大師的創造力,而雷諾茲卻在有人勸說他

應該結交巴托尼時,自負地說道,自己已經沒有什麼需要學習了,甚至在巴托尼去世次年,預言他會

很快被遺忘。 從某種程度上講,雷諾茲的預言確實實現了。
然而,即便如此,恐怕也無人會否認巴托尼的繪畫在義大利與英國文化交流史上起到重要的橋

樑作用。 隨着《威斯特伐利亞條約》(Westphalian
 

Treaty,
 

1648)簽署,歐洲結束了三十年的戰爭,英
國貴族前往歐洲旅行變得越來越便捷。 此時的英國,雖然國內各種的政治勢力還在博弈中,但資本

主義經濟發展得蒸蒸日上,海外殖民地已打開一方天地。 相形之下,此時義大利正處於外族的統治

和經濟的衰退期,政治經濟的積弱不振與古羅馬文化遺產的席豐履厚形成強烈反差。
故而,在巴托尼的畫布上,留下了兩種光彩、兩種文化的對照。 一方面是來自文化上升期的英

國青年貴族,他們朝氣蓬勃、器宇軒昂,他們遠渡重洋學習歐洲古老的文明。 一方面是古羅馬文化

的遺址,它們以斷壁殘垣、空谷回音映現着往昔的輝煌。 在巴托尼的畫布上,這兩種力量交匯時衝

撞、對抗、交融後留下的奇光異彩令人喟歎。
綜上所述,從巴托尼的肖像畫中,可以看出,英格蘭、愛爾蘭的青年貴族們通過對義大利各地的

遊歷,通過壯遊這種教育方式進行自我塑造和培養。 作為帶回的紀念品、藝術收藏品,肖像畫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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